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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居民住房消费行为的空间差异
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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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3.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 WC2A 2AE)

摘 要：基于居民住房消费行为的经济模型，运用GIS和计量统计等方法，梳理了家庭在城市内部进行住房消费决

策过程中的空间权衡模式，并依据2009年调研问卷数据对北京市居民住宅消费决策的行为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

着重分析了收入和住房产权对家庭住房消费行为的差异性及其暗含的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结论显示：在制度

转型和职住空间重构背景下，高收入家庭在择居时为减少通勤时间愿意支付的住房成本高于中等收入家庭；中等

收入家庭看重住房成本，择居受到通勤成本的影响较小。拥有经济适用房产权和单位房的家庭为减少通勤时间

愿意支付更高的住房成本，而商品房家庭在择居时倾向于选择住房成本较低的住宅。在通勤时间和住房面积的

权衡中，经济适用房居民对通勤时间的变化相比公房和商品房居民更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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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城市居民正经历着激烈的房地产制度改

革与职住空间重构[1-4]。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

土地与住房市场化改革以及不断加快的郊区化，影

响居民的住房消费行为。特别是 1998年后福利制

住宅分配制度的取消以及商品住房市场的建立为

居民提供了自由购买住房和选择住宅区位的可能

性，并使得计划经济单位体制下的“职住合一”的空

间形态被逐步瓦解，职住分离现象开始突显[5-7]，导

致了居民住房成本和通勤成本的明显增加[8-10]。

对居民住房消费行为的研究是西方城市经济

学、城市地理学的重要议题。Alonso[11]，Mills[12]和

Muth[13]认为，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是在家庭支付能

力的约束下对住房成本和通勤成本进行权衡以获

取效用最大化。这种住房成本和通勤成本空间消

长关系的提出，为家庭住房消费行为的空间均衡模

式奠定了理论基础。目前学术界对住房消费行为

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住房租购选择理论[14-17]、住

房类别选择理论[18]、住房区位选择理论[11-12，19-27]。关

于住房租购选择理论的研究主要有：Kain和Quig-

ley开创了研究住房租购理论的先河，认为种族、家

庭劳动人口数等家庭特征对居民住房租购选择有

显著影响[14]。Silberman等提出黑人家庭和白人家

庭在住房租购选择上存在差异[15]。Shear等将Logit

模型运用于住房租购选择研究中，验证了家庭收

入、年龄和家庭规模与住房租购选择存在相关关

系[16]。Bourassa等运用租购选择模型，分析税收政

策、公共补贴政策等对住房租购选择的影响[17]。Tu

和 Goldfinch 开发出两阶段离散选择模型，提出居

民对住房类别的选择主要受到住房价格、邻里关系

的偏好和住宅配套设施等因素的影响[18]。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大城市居住区

位选择偏好及职住分离现象，研究大多通过城市郊

区化过程中居民购房价格与通勤时间的变化来折

射城市居住区位决策空间均衡关系的变化[21-27]。张

文忠等[26]对北京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布与居民居

住区位偏好的研究发现，房价与交通可达性对居民

住宅区位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冯建和周一星[21]基

于千份问卷调研数据，对郊区化进程中北京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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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居及相关空间行为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

北京城市居民居住由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过程

中通勤时间平均增加了 30%；宋金平等 [24]、徐涛

等[25]对住宅郊区化背景下北京职住空间错位的影

响机制进行了归纳。

然而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等问题，已有研究中少

有探讨不同居民群体所承受的住房成本与通勤成

本的空间均衡关系以及由其决定的居民住宅消费

行为。本文基于 2009 年近万份的问卷调研数据，

运用GIS和计量统计等方法，建立居住住房选择的

经济行为模型，探讨在制度转型与空间重构的中国

城市，检验住房成本与通勤成本空间消长关系的有

效性，着重分析收入群分、产权差异等因素对居民

住房消费行为的差异性影响，并依此试图折射中国

城市职住空间形态的演化及其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机制。

2 理论基础

家庭进行住房消费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住房的区位条件，研究住房消费行为首先要探讨居

住区位决策理论。单中心城市模型是解释居住区

位决策的经典理论。该理论模型的两个核心问题

就是厂商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选址行为和

家庭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居住选址行为。在市

场力量与制度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的选址决策

会体现在企业用地的投标租金函数(简称“竞租函

数”，bid-rent function)上，而家庭的选址行为则会以

住宅用地投标租金函数的形式得以体现。当企业

和家庭的选址行为均达到最优时，城市空间结构也

就达到了均衡。

基于竞租函数的理论思想，单中心城市模型描

述了一个简单的家庭居住区位决策模型：假定就业

活动集中在CBD，家庭会权衡不同区位的通勤成本

和地价水平从而进行选址决策。当家庭到市中心

的距离 d 减少1 km，住房价格 P 就会相应增大，以

抵消通勤成本的减少，为保持效用函数一定，住房

价格的增大在数量上等于通勤成本的减小。可以

用如下数学方程表示上述经济均衡关系：

-Δd × t =ΔP(d)× H(d) (1)

式中：t 表示与市中心的距离每增加 1 km，通勤的

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的增加值，H 表示家庭的住

宅消费量。

上述均衡分析可以改写为如下方程：

t = -
ΔP(d)
Δd

H(d) (2)

式中：ΔP(d) Δd 表示到市中心的距离 d 每变化 1

km时住房价格 P 的变化。

随着距离的增加，住房价格下降，家庭对住宅

的消费量也随之增加。因此，住房面积 H 随着距

离 d 的增加而增加，我们由此得出：

∂H
∂d

> 0 (3)

由此，得到家庭住房消费行为的基本模式：距

离市中心越远，家庭倾向于选择更大面积的住房，

同时节约的房价用于抵消通勤成本的增加。尽管

城市就业中心存在空间异质性，使上述空间关系难

以在短期内达到均衡。随着 1990 年以来，北京居

住郊区化强度与速度的增加，房地产市场的日益活

跃，职住分离趋势逐渐明显，居民在空间选址上都

享有了更大的自由度[21]。而相比于居住郊区化，就

业岗位的空间变化更加复杂。20世纪80年代末至

90年代初，在城市中心区环境整治的过程中，一些

污染性的制造业企业逐步向郊区迁移，形成了工业

郊区化的第一波浪潮；90年代，城市土地有偿使用

制度的建立推动了工业郊区化进一步发展，在地价

规律的指引下，许多工业企业主动将生产厂区向郊

区外迁，通过用地置换获取企业自主发展资金 [4]。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以及经

济结构的调整，服务业成为城市的核心职能，信息、

金融、办公等服务功能向城市中心区集聚，推动了

城市CBD的快速崛起。

从就业空间结构来看，与西方城市相比，目前

北京仍是一个单中心主导的城市结构。但随着城

市空间的扩张，北京正在向多中心的空间结构转

变，郊区就业次中心正在形成[21]。然而，由于郊区

化过程中居住与就业的不同步性、郊区新建居住区

职能过于单一等原因，职住分离、空间错位现象逐

渐凸显[13]，导致居民通勤距离和时间明显增加。在

以上制度转型与空间重构的综合作用下，单就业中

心的空间均衡体系是否符合经济理论预期，居民在

居住区位决策过程中的通勤成本与住房成本动态

因果关系能否得到体现，成为了当前国际学术界的

研究兴奋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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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研究

3.1研究区域与数据

本文以北京市中心城区(东城、西城、朝阳、

海淀、丰台、石景山)以及远郊区的大兴黄村、通

州新城、亦庄新城、回龙观和天通苑 5个大型居

住区作为研究范围(图1)。在2009年7-8月实施

的“北京家庭住房消费行为”问卷调研中，对研

究区域范围内 134个街道和地区进行了大规模

抽样调查。每个街道按总人口的 1‰比例分布

问卷，采用等距随机抽样、方便抽样、交通控制

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调查主体的性

别、年龄、区域分布等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样本符合控制要求，合格问卷的数量和分布结

构满足抽样设计和研究要求。本次调查共发放

问卷10000份，回收有效问卷5089份。

与以往用于同类研究的数据相比，此样本

数据作为一份全面覆盖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微观

问卷数据，其独特优势在于，它包含了居民详细

的收入、年龄、家庭人口、通勤时间、通勤方式等

微观行为主体的属性信息，从而便于准确地度

量不同因素在通勤成本与住房成本权衡过程中

的作用机制。此外，已有研究多是使用总人口

数或就业数进行居住地与就业地的匹配，而本

样本数据库中能够体现每个微观行为个体的职

住空间匹配信息。表 1列出了用于本研究的主

要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量。

3.2住房需求模型

住房需求方程是度量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行

为的基本模型。住房需求与家庭收入( WAGE )

相关。考虑到家庭特征会影响到住房需求，故

在方程中加入反映家庭特征的统计数据，如年

龄( AGE )、家庭构成( HSIZE )、学历( EDU )、工

作类型( JOB )。此外，还加入户口( HUKOU )和

住房产权性质( OWNERSHIP )两个制度变量，及

反 映 通 勤 特 征 的 相 关 变 量 ，如 通 勤 方 式

( COMTWAY )和单程通勤时间( COMT )。在这

里假设住房需求函数是学者普遍接受的对数线

性函数形式，即：
ln(HPRICE) = β0 + β1WAGE + β2 AGE + β3HSIZE

+β4 EDU + β5JOB + β6 HUKOU + β7OWNERSHIP

+β8COMTWAY + β9COMT + μ

(4)

式中：HPRICE 为住房需求量，用住房总价(消费者

购房时的公房价乘以住房面积)表示；μ 为误差

项。由于住房成本与通勤成本之间的替代关系，通

勤时间( COMT )前的系数 β9 应为负。由于取半对

数的关系，这个系数表示当通勤时间增加 1分钟，

住房总价需要下降百分之多少，才能够有吸引力。

关于住房面积与其他变量的关系研究采用的

是与公式(4)中相同的函数形式，即：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及比重/% 

被解释变量 
HPRICE 住房总价/万元 52.93(44.67) 2882 
HAREA 住房面积/km2 77.98(30.38) 4786 

社会经济属性变量 

WAGE 
 

低收入(3000元以下) 
中等收入(3000～9999元) 
高收入(10000以上) 

 
734(14.9) 
3328(67.3) 
880(17.8) 

AGE 
 

低龄(30岁以下) 
中龄(30～49岁) 
高龄(50岁以上) 

 
2354(46.6) 
2142(42.3) 
560(11.1) 

HSIZE 家庭构成/个 2.90(1.23) 4936 

EDU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学大专 
研究生及以上 

 

366(7.3) 
1270(25.2) 
3078(61.1) 
324(6.4) 

JOB 非技术密集型工作  3609(70.9) 
 技术密集型工作  1480(29.1) 

制度变量 
HUKOU 非北京户口  546(89.1) 
 北京户口  4481(10.9) 

OWNERSHIP 
公房 
经济适用房 
商品房 

 
1212(23.8) 
864(17) 
222(43.7) 

通勤特征 
COMTWAY 步行/自行车/电动车  1032(31.3) 

 公交车/地铁/轻轨  1500(45.4) 
 单位班车/单位配车  224(67.8) 
 出租车/私家车  545(16.5) 

COMT 单程通勤时间/分钟 34(21.66) 3350 
 

图1 北京市问卷调查街道的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urvey areas in Beijing

表1 变量列表及描述性统计量

Tab.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0 5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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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HAREA) = β0 + β1WAGE + β2 AGE + β3HSIZE

+β4 EDU + β5JOB + β6 HUKOU + β7OWNERSHIP

+β8COMTWAY + β9COMT + μ

(5)

由于住房面积随着与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

增大，因而通勤时间( COMT )前的系数 β9 应当为

正，表明当通勤时间增加 1分钟，居民需要增加百

分之多少的住房面积。

本文利用SPSS软件中的线性回归分析对上述

模型进行模拟。表 2 列出了住房总价和住房面积

的总体模型估计结果，模型 I模型 II的解释变量分

别是住房总价和住房面积。

3.3 模型结果

住房需求模型整体通过显著性检验。 JOB 、

HUKOU 、OWNERSHIP 和 COMTWAY 在两个模

型中显著，COMT 在模型 I 中显著，WAGE 和

HSIZE 在模型 II中显著。在住房总价模型中，通勤

时间( COMT )前的系数为负(-0.002)，符合理论预

期，反映出当通勤时间增加 1分钟时，住房总价将

下降 0.2%。家庭构成( HSIZE )在住房面积模型中

显著，系数为正说明家庭人口越多住房面积越大。

制 度 变 量 ( HUKOU ) 在 模 型 I 中 的 系 数 为 负

(-0.256)，在模型 II中的系数为正(0.199)，说明与非

北京户口的居民相比，北京户口居民的住房总价较

低，而住房面积较大(表2)。模型 I和 II中工作类型

( JOB )前的系数都为正，折射出技术密集型人员的

住房总价和住房面积相比于非技术密集型人员较

高。与此同时，家庭收入和住房产权的差异对居民

住房消费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表现出不同的住房消

费决策偏好。

3.3.1 基于家庭收入的住房消费行为特征

家庭收入对居民的住房消费行为有不同影

响。从不同收入家庭的住房总价回归结果来看，高

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的通勤时间( COMT )系

数显著，且高收入家庭的系数绝对值大于中等收入

家庭(表3)。说明为减少1分钟的通勤时间，高收入

家庭愿意支付的住房成本高于中等收入家庭。相

比于住房成本，短时间通勤和出行的便利性对高收

入家庭更具吸引力。对于中等收入家庭而言，择居

时更看重住房成本，受到通勤成本的影响较小。

此外，不同于中低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的住

房总价受到工作类型( JOB )的显著影响(表 3)，技

术密集型人员的住房总价显著高于非技术密集型

人员。制度变量( HUKOU )对中低收入家庭有显

著影响，系数为负说明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拥

有北京户口的居民住房总价低于非北京户口居

民。通勤方式( COMTWAY )仅对中等收入家庭和

低收入家庭有显著影响，采用步行/自行车/电动车

通勤的居民住房总价低于其他通勤方式。另外一

表2 模型估计结果

Tab.2 Regression result of living space
变  量 模型Ⅰ 模型Ⅱ 

社会经济属性变量社会经济属性变量社会经济属性变量社会经济属性变量 
WAGE(参照组：低收入)   
中等收入 -0.76  0.144***  
高收入 0.073  0.227***  
AGE(参照组：低龄组)   
中龄组 0.085*  0.011  
高龄组 0.041  0.03  
HSIZE 0.001  0.017***  
EDU(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高中 0.026  0.123  
大学大专 0.069  0.133***  
研究生及以上 0.192  0.167***  
JOB(参照组：非技术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0.088**  0.029**  
制度变量制度变量制度变量制度变量   
HUKOU(参照组：非北京户口)   
北京户口 -0.256***  0.199***  
OWNERSHIP(参照组：公房)   
经济适用房 0.81***  0.132***  
商品房 0.993***  0.215***  
通勤特征通勤特征通勤特征通勤特征   
COMTWAY(参照组：步行/自行车/电动车) 
公交车/地铁/轻轨 0.158***  0.056***  
单位班车/单位配车 0.162*  0.08**  
出租车/私家车 0.257***  0.158***  
COMT -0.002**  0.001  
调整R2 0.239  0.214  
注：*** (p<0.01)；** (p<0.05)；* (p<0.1) 
 

变量 
低收入 
(<3000元) 

中等收入 
(3000～9999元) 

高收入 
(≥10000元) 

AGE(参照组：低龄组) 
中龄组 0.191  0.104*  0.087  
高龄组 0.68  0.079  -0.089  
HSIZE -0.108  -0.004  0.056  
EDU(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高中 -0.262  0.11  0.681  
大学大专 0.263  0.13  0.376  
研究生及以上 -0.307  0.213  0.557  
JOB(参照组：非技术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0.205  0.053  0.116*  
HUKOU(参照组：非北京户口) 
北京户口 -0.595*  -0.206*  -0.235  
OWNERSHIP(参照组：公房) 
经济适用房 1.055***  0.859***  0.424***  
商品房 0.783***  0.992***  0.879***  
COMTWAY(参照组：步行/自行车/电动车) 
公交车/地铁/轻轨 0.51**  0.167***  -0.138  
单位班车/单位配车 0.635*  0.227**  -0.256  
出租车/私家车 0.544*  0.26***  0.14  
COMT -0.002  -0.003**  -0.007***  
调整R2 0.204  0.226  0.239  

注：*** (p<0.01)；** (p<0.05)；* (p<0.1) 
 

表3 住房总价回归结果

Tab.3 Regression result of living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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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十分显著的变量是住房产权( OWNERSHIP )(表

3)，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的系数为正，反映了与公

房相比，经济适用房居民和商品房居民的住房总价

较高。

在住房面积回归结果中，通勤时间( COMT )对

住房面积没有显著影响。高收入家庭的住房面积

受到年龄和学历的显著影响(表4)。

3.3.2 不同住房产权对住房消费行为的差异性影响

与已有研究仅关注拥有商品房产权的家庭 [18]

相比，本文考虑了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公房等多种

产权形态的住房居民的择居偏好 1，以期更全面地

分析制度转型期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决策机制。

模型结果表明，住房产权性质对居民住房消费

行为有显著影响。住房总价模型中公房和经济适

用房居民的通勤时间( COMT )系数大于商品房居

民的系数(表 5)，说明在住房成本和通勤成本的权

衡中，拥有经济适用房产权和单位房的家庭为减少

通勤时间愿意支付更高的住房成本，而商品房的居

民在住房消费时看重住房成本的大小，倾向于选择

住房成本较低的住宅。住房面积模型中通勤时间

( COMT )对经济适用房居民的影响十分显著(表

6)，反映了在通勤时间和住房面积的权衡中，与公

房和商品房居民相比，经济适用房居民对通勤时间

的变化比较敏感。

此外，个体与家庭的社会经济属性也对不同住

房产权的居民住房消费决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两个模型中高龄组前的系数都为正(表 5，表 6)，说

明商品房居民中年龄较大的居民愿意牺牲通勤时

间，在住房消费时选择面积较大住房，并愿意为此

支付较高的房价。与公房和经济适用房居民相比，

商品房居民受到工作类型( JOB )的显著影响(表

1一般来说，商品房居民的家庭收入普遍高于经济适用房居民，在住房区位决策时有能力支付由房地产商开发的居住条件良

好的商品房，而保障性住房居民收入偏低，支付能力有限，只能选择居住区位条件较差的地段[6]。

表4 住房面积回归结果

Tab.4 Regression result of housing area

变量 
低收入 
(<3000元) 

中等收入 
(3000～9999元)

高收入 
(≥10000元) 

AGE(参照组：低龄组)    
中龄组 -0.028 0.012 0.062** 
高龄组 -0.189 0.061 0.11** 
HSIZE -0.028   0.021***  0.039*** 
EDU(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高中  0.149* 0.059 0.33*** 
大学大专  0.145* 0.08* 0.301*** 
研究生及以上 0.302 0.085 0.36*** 
JOB(参照组：非技术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0.134** 0.002 0.077*** 
HUKOU(参照组：非北京户口) 
北京户口 0.28***   0.198*** -0.024 
OWNERSHIP(参照组：公房) 
经济适用房 0.09  0.151*** 0.06 
商品房 0.232***  0.207*** 0.202*** 
COMTWAY(参照组：步行/自行车/电动车) 
公交车/地铁/轻轨 -0.033 0.071*** 0.052 
单位班车/单位配车  0.056 0.079** 0.076 
出租车/私家车  0.055 0.175*** 0.144*** 
COMT  0.001 0.001 0.001 
调整R2  0.222 0.128 0.199 
注：*** (p<0.01)；** (p<0.05)；* (p<0.1) 
 

表5 住房总价回归结果

Tab.5 Regression result of housing price
变量 公房 经济适用房 商品房 

WAGE(参照组：低收入)    
中等收入 -0.138 -0.217 -0.083 
高收入 0.168 -0.146 0.068 
AGE(参照组：低龄组)    
中龄组 0.06  0.077  0.042  
高龄组 -0.3  -0.18  0.214**  
HSIZE 0.004  -0.124**  -0.011  
EDU(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高中 0.153  -0.107  -0.12  
大学大专 0.234  -0.232  -0.069  
研究生及以上 0.259  0.63  -0.192  
JOB(参照组：非技术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0.033  -0.044  0.114***  
HUKOU(参照组：非北京户口) 
北京户口 -0.781**  -0.247  -0.192**  
COMTWAY(参照组：步行/自行车/电动车) 
公交车/地铁/轻轨 0.323**  0.032  0.084  
单位班车/单位配车 0.58**  -0.149  0.008  
出租车/私家车 -0.034  -0.036  0.339***  
COMT -0.005*  -0.005**  -0.002*  
调整R2 0.041  0.027  0.078  

注：*** (p<0.01)；** (p<0.05)；* (p<0.1)  
表6 住房面积回归结果

Tab.6 Regression result of housing area
变      量 公房 经济适用房 商品房 

WAGE(参照组：低收入)    
中等收入 0.137***  0.154***  0.042  
高收入 0.24***  0.176***  0.143***  
AGE(参照组：低龄组)    
中龄组 -0.013  0.004  0.026  
高龄组 -0.113**  0.115*  0.114***  
HSIZE 0.021  0.005  0.039***  
EDU(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高中 -0.042  0.272***  0.046  
大学大专 0.025  0.304***  0.049  
研究生及以上 0.041  0.356***  0.101*  
JOB(参照组：非技术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0.022  0.05*  0.011  
HUKOU(参照组：非北京户口) 
北京户口 -0.035  0.15***  0.037  
COMTWAY(参照组：步行/自行车/电动车) 
公交车/地铁/轻轨 0.104***  -0.026  0.054**  
单位班车/单位配车 0.126**  0.022  0.061*  
出租车/私家车 0.098**  0.051  0.181***  
COMT 0.001  0.002***  0.001  
调整R2 0.06  0.156  0.119  

注：*** (p<0.01)；** (p<0.05)；* (p<0.1)  

1207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30卷 10期

5)，系数为正反映出在商品房居民中，技术密集型

人员愿意支付更高的住房成本。

在选择住房面积时，家庭构成( HSIZE )对商品

房产权的居民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表6)。是否拥有

北京户口( HUKOU )对公房和商品房居民的住房

选择影响十分显著(表 5)，系数为负表明拥有北京

户口的居民住房总价要低于非北京户口的居民。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北京市 2009 年的大样本调查数据，

从考量通勤成本与住房成本的空间消长关系入手，

构建居民住房消费行为的经济模型，着重探索了不

同家庭收入和住房产权等差异化因素对居民住房

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住房成本和通勤成本之间的空间权衡是家

庭住房消费行为中进行住房消费决策时考虑的核

心因素。居民为支付较小的住房价格并获得更大

的住房面积，需要牺牲更多的通勤成本。研究表

明，高收入家庭在择居时为减少通勤时间愿意支付

的住房成本高于中等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看重

住房成本，择居受到通勤成本的影响较小。

(2) 从居民的住房产权角度看，拥有经济适用

房产权和单位房的家庭为减少通勤时间愿意支付

更高的住房成本，商品房的居民在择居时倾向于选

择住房成本较低的住宅。同时，在住房面积与通勤

时间的权衡关系中，经济适用房居民对通勤时间的

变化比公房和商品房居民更敏感。

总之，不同社会群体的住房消费行为具有显著

的差异化特征。本文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分析仅侧

重于从住房需求的角度进行考察，由于数据的限

制，没能够将城市就业空间的变化进行度量，并引

入模型，因此，回归模型整体的解释能力有限。但

在短期，居民在较为刚性的就业机会、住房存量和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下，通勤和住房成本的权衡

成为居民住房消费行为中考虑的核心因素，因而，

本研究结论为土地与住房政策、城市规划及交通规

划等政府部门提供了政策实施的科学基础，并对新

时期城市保障性住房政策如何考虑到住房政策的

空间公平性，增强中低收入家庭住宅区位选址的空

间灵活性，降低长距离通勤，减缓居住与就业空间

不匹配加剧态势，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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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ese cities have experienced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dramatic

rising of job and residential mobility. Recent literature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spatial features of home-work sep-

aration and residential relocation choices in transitional Chinese cities. Nonetheless, research on this issue has

been limited by the lack of systematic data - especially large scale micro-survey data, on residents’social behav-

iors as well as other related aspect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a multi-time survey datasets conducted from 10000

residents in 2009, we establish a mono-centric city’s household residential location demand function model to

quantitatively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urban residential housing consumption and its mechanism. Based on the

analysis, we find that the balance between commuting costs and housing costs has become the core variable in

the residenti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ther residents’properties, like income, all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

ing power on residents’relocation decisions. To be more specific, high-income families would like to pay high-

er housing costs to reduce commuting costs. Median-income families value housing costs and are less influ-

enced by commuting costs, organization offered housing costs and commuting costs, unit housing residents and

affordable housing residents are more inclined to pay higher housing costs to reduce commuting costs while

commercial housing residents choose to live in houses with lower housing costs. The empirical results have veri-

fied the efficiency of the residents housing consump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China and provided the information

for future land and housing policy making.

Key words: Housing consumption; housing demand equation; preference to choose house;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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